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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理论是一种在冷战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安全理论 ,曾被誉为社会科

学中最有影响的学术创造之一。① 托马斯 ·谢林 ( Thomas Schelling)倡导的博

弈论方法、罗伯特 ·杰维斯 (Robert Jervis)倡导的心理分析方法和亚历山大 ·

乔治 (A lexander George)等倡导的个案分析方法 ,被认为是威慑理论研究的三

种基本方法。② 在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 ,常规威慑日益受到重视 ,统

计检验方法也愈来愈多地应用于威慑理论研究中。由于威慑具有行为者数量

有限、行为者之间策略互动明显以及所涉及的利益重大等特点 ,因而有学者认

为威慑等国际安全问题比较适合用博弈论研究方法。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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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理论和博弈论是在 20世纪 40年代中期几乎同时创建的两种学术理

论① ,国际安全问题特别是核威慑问题是最早采用博弈论方法进行研究的领域

之一。美国战略学界曾对博弈论抱有巨大希望 ,甚至有五角大楼分析家认为 ,

“我们希望它起作用 ,正如我们在 1942年希望原子弹起作用一样 ”②。战略学

家们很快意识到 ,美、苏之间的核威慑关系并不是早期博弈论所描述的那种完

全对抗的零和博弈 ,而是有着极力避免核战争这一共同利益的非零和博弈 ,由

此催生了后来非常有影响的“囚徒困境 ”和“胆小鬼游戏 ”等经典非零和博弈模

型。目前建立在“纳什均衡 ”、“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等均衡概念基础上的主

流博弈论方法 ,主要是在经济学领域发展起来的。1986年巴里 ·纳莱巴夫

(Barry Nalebuff)最早采用主流博弈论方法研究威慑问题 ,此后以罗伯特 ·鲍威

尔 (Robert Powell)、弗兰克 ·扎加雷 ( Frank Zagare)、詹姆斯 ·费伦 ( James Fe2

aron)为代表的新一代威慑理论研究者普遍采用主流博弈论方法来建立威慑模

型。③ 在此之前 ,一些独具特色的非主流博弈分析方法在威慑与冲突研究中得

到广泛应用 ,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元博弈 (Metagames)方法、基于误博弈 ( Hy2

pergames)的冲突分析方法以及行动理论 ( Theory ofMoves)等。④ 由于元博弈与

重复博弈、误博弈与不完全信息博弈、行动理论与动态博弈分别类似 ,因此上述

分析方法被认为是因错误的原因而反对主流博弈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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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运用博弈论方法阐述威慑格局与可信威慑的形成条件 ,探讨威慑

实力、决心与信息传递这三个要素起作用的机理 ,并结合四个实例进行具体分

析。本文采用的假定与罗杰 ·迈尔森 (Roger Myerson)对博弈论的两条基本假

定一致 : (1) 博弈方是理性的 ,即国家是追求效用或期望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

为体 ; (2) 博弈方是具有理解力的 ,即国家之间的互动存在“共同知识 ”。① 本

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理性威慑逻辑的三种分析框架进行了比较 ,提出

了威慑格局概念与可信威慑的形成条件 ;第二部分探讨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威

慑信号的作用机制 ;第三部分具体分析了海湾战争前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策略

互动、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美国跨过“三八线 ”的威慑、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对

苏联的威逼以及马岛战争中英国对阿根廷的威逼四个实例 ;第四部分是对论文

观点的总结。

一、威慑逻辑的一般分析

威慑作为一种使用武力威胁方式慑阻对手以防止出现不希望的结局的国

际政治行为 ,在谋略、战略和理论三个不同层次上得到应用与研究。作为谋略 ,

威慑与战争、贸易、联盟一样历史久远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②;作

为战略 ,核威慑构成了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的主题与基

石③;作为理论 ,它是任何威慑战略赖以存在的内在逻辑和原则。④ 如果说 ,在

核武器出现之前威慑是作为实际使用武力之前的一种谋略而存在 ,在冷战时期

威慑战略是威慑研究的核心 ,那么 ,冷战结束后威慑理论尤其是威慑逻辑研究

受到了研究者的普遍关注。

基于将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的假定 ,威慑逻辑的分析框架主要有三种 ,即

成本 —收益分析框架、理性选择分析框架和博弈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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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威慑逻辑的成本 —收益分析框架

成本 —收益分析是一种源于经济学的“盈亏平衡 ”分析方法 ,它在国际政

治研究中也得到广泛应用。其基本逻辑是 :当收益高于成本时 ,经济或政治行

为就会发生 ,否则该行为将不会出现。把这样的逻辑应用于威慑行为 ,其含义

是 :当战争的收益高于战争成本 ,即战争是有利可图时 ,潜在的进攻者将会发动

战争 ,威慑者的威慑失败 ;否则 ,它将不会发动战争 ,威慑者的威慑成功。为此 ,

威慑者将通过传递清晰明确的信息使潜在的进攻者认识到 ,如果它发起战争将

会得不偿失、无利可图 ,以此慑阻对方可能发起的进攻。

在早期及后来的经典威慑理论中 ,对于威慑逻辑的探求充满了这样的成

本 —收益分析思维 ,认为“威慑概念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 ,即现代政府的政策

制定者们在选择战争之前 ,通常会进行成本 —收益分析 ”①。乔治和理查德 ·

斯摩克 (R ichard Smoke)在 20世纪 70年代中期曾给威慑下过一个被广泛引述

的经典定义 :“就其最一般的形式上 ,威慑就是让对手相信 :他为某种行动而付

出的代价或所冒风险大于收益。”②在他们之前的早期研究者中 ,布罗迪 (Ber2

nard B rodie)就明确指出 :“威慑的实现 ,是通过让潜在的进攻者确信 ,蓄意发动

大规模核战争的收益 ,绝不会大于进行这种战争的成本。”③亨利 ·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认为 :“威慑就是设法向对方提出危险性 ,这种危险将使对方

认为与其要获得的利益不成比例 , 因而使对方不敢采取某种行动。”④威慑理论

研究中统计分析方法的倡导者保罗 ·胡思 ( Paul Huth)在 20世纪末的一篇威

慑研究综述文章中给威慑下了类似的定义 :威慑是指一方通过发出威胁使另一

方意识到可能招致的代价和损失 ,从而克制自己 ,避免采取某种行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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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学者的论述都清晰地反映出成本 —收益分析思维。这一思维背后的

逻辑是 :威慑得以成立的条件是 ,“使对方相信 :反击所造成的损失大于对方进

攻所期待的得益 ;也就是使对方产生这样一个心理效应 : L (损失 ) - G (得益 )

> 0”①。

(二 ) 威慑逻辑的理性选择分析框架

威慑逻辑的成本 —收益分析框架认为 ,潜在进攻者之所以屈从于威慑者的

武力威胁 ,是因为其发起进攻的得益 (或期望得益 )小于损失 (或期望损失 ) ,因

此得不偿失。如果从决策视角考察 ,这种分析框架潜在地假定不采取行动的得

失为 0,因此是否采取行动只需权衡行动本身的利弊得失 (大于 0即采取行动 ,

否则不采取行动 )。实际上 ,在威慑情景中普遍存在理性选择问题 ,即潜在进

攻者需要对采取行动 (如发动战争 )与不采取行动 (不发动战争 )两种策略的效

用进行比较 ,而不是简单地将不采取行动的得失默认为零。理性选择分析框架

与成本 —收益分析框架的差异在于 :当发动战争得不偿失时 ,在成本 —收益分

析框架看来 ,挑战者将不会发动战争 ;而理性选择分析框架认为 ,如果不发动战

争情况更糟 ,则发动战争虽然得不偿失但却是一种占优策略 ,挑战者将发动

战争。

格伦 ·斯奈德 ( Glenn H. Snyder)在 20世纪 60年代初对潜在进攻者采取

“进攻 ”和“不进攻 ”两种行动时的决策方案进行了比较分析 ,巴里 ·布赞 (Bar2

ry Buzan)在 20世纪 90年代初也对潜在进攻者采取“挑战 ”和“不挑战 ”两种行

动时的决策方案进行了讨论。② 在他们的分析中 ,都引入了对手策略的不确定

性 ,即考虑了威慑者的可能行为对潜在进攻者的影响。理性选择框架的逻辑思

路可以简要归纳如下 :设潜在进攻者不采取行动的效用为 U s,采取行动的效用

为 U c。由于它采取行动时 ,威慑者可能采取报复或不报复的回应方式 ,因此 U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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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期望效用。设当威慑者不报复时 (设概率为 p) ,潜在进攻者效用为 C;

当威慑者实施报复时 (其概率为 1 - p) ,潜在进攻者效用为 D。则有 : U c = p ×C

+ (1 - p) ×D。根据理性选择框架 ,当 U c > U s时 ,潜在进攻者采取行动 ;否

则 ,潜在进攻者不采取行动。设 p = p
3 时有 U c = U s,可求得 p

3
= (U s - D ) /

(C - D )。p
3 被称为威慑“所需可信度 ”,即威慑者威慑成功的最低门槛概率。

由上述分析可知 ,在理性选择分析框架看来 ,潜在进攻者是否采取行动 ,既

需要对采取行动的代价与收益的大小进行“代价评估 ”(即评估 C与 D 的大

小 ) ,也需要对威慑者兑现其威胁即实施报复的可能性进行“风险评估 ”(即评

估 p值大小 )。也就是说 ,“在被威慑方的评估系统中 ,至少有两组四个变数在

起作用 ———代价与收益的大小和兑现与不兑现的可能性。如果被威慑方根据

两种评估的总和 ,决定不采取行动 ,威慑就奏效 ;反之 ,如果被威慑方决定采取

行动 ,威慑则失败 ”①。

(三 ) 威慑逻辑的博弈论分析框架

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不仅考虑了被威慑者不同策略之间的比较与选择 ,而且

考虑了威慑者在策略选择上的不确定性 ,但它并没有考虑威慑者与被威慑者之

间的策略互动 ,而策略互动正是威慑行为的最根本特征之一。在这一点上 ,作

为交互式决策理论的博弈论分析框架与前两种分析框架区分开来。与成本 —

收益分析和理性选择分析框架相比 ,博弈论分析框架除了“理性人 ”假定外还

增加了博弈方之间存在“共同知识 ”的假定。

1. 威慑格局的形成

从策略互动角度看 ,威慑是一种威慑者与被威慑者之间的动态博弈 ,博弈

双方的行动有先后顺序之分。一方面 ,后行动的一方可以对先行动一方的行为

进行观察 ,然后再选择自己的相应策略或行为 ,即存在相机选择问题 ;另一方

面 ,先行动一方由于能够理性地预期到后行动的一方可能采取的策略 ,因此能

够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在从策略互动视角对威慑的早期研究中 ,谢林采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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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定支付值的矩阵博弈模型进行了分析①,丹尼尔 ·埃尔斯伯格 (Daniel Ells2

berg)在 20世纪 60年代初期构造了更一般的双矩阵博弈模型 ,并计算了美、苏

相互威慑中美国威慑的“关键风险 ”和威慑的可靠性。② 由于当时动态博弈及

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的概念在博弈论中尚未建立 ,因此埃尔斯伯格在静态博弈

模型中对博弈双方的“等待 ”、“打击 ”两种策略所进行的分析比较中 ,没有考虑

博弈双方的策略互动 ,与上述理性选择分析框架并无实质差异。

在威慑逻辑的博弈分析中 ,被威慑者 ( C )又称进攻者或挑战者 ,威慑者

(D )又称防卫者 ,本文在以下的分析中将威慑博弈双方分别称为挑战者与威慑

者。威慑情景被看成是挑战者与威慑者之间的策略互动 :挑战者试图打破现状

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威慑者则通过发出武力威胁阻吓挑战者以保持现状。在如

图 21所示的标准两阶段威慑模型中 ,挑战者有“挑战 ”和“维持 ”两种策略 ,威慑

者有“抗击”和“容忍 ”两种策略。当挑战者采取“维持 ”策略时 ,博弈结局为维

持现状 (简写为 SQ ) ,此时挑战者、威慑者的效用分别为 UCs和 UD s。当挑战者

采取“挑战”策略时 ,如果威慑者采取“抗击 ”策略 ,则博弈结局为冲突 (简写为

WAR) ,此时挑战者、威慑者的效用分别为 UCw 和 UDw;如果防卫者采取“容

忍 ”策略 ,则博弈结局为挑战者赢 (简写为 CW IN ) ,此时挑战者、威慑者的效用

分别为 UCc和 UD c。按照威慑概念的定义 ,挑战者的偏好为 CW IN > SQ >

WAR,这意味着当挑战者发起挑战时 ,其结局或者优于 SQ或者劣于 SQ ,因此

图 21　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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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Prospectus for a Reorientation of Game Theory, ”Jour2
nal of Conflict Resolu tion , Vol. 2, No. 3, Sep tember 1958, pp1203—262.

Daniel Ellsberg, “The Crude Analysis of Strategic Choices, ”Am erican Econom ic Review , Vol. 51,

No12, 1961, pp1472—478.



风险与收益并存 ;威慑者的偏好为 CW IN < SQ且 WAR < SQ ,即维持现状是威

慑者最好的结局 ,这也是威慑者慑阻挑战者发起挑战的根本动因 ,否则威慑者

将挑战现状 ,转化为挑战者。在博弈双方的多种互动格局中 ,威慑格局的形成

是有条件的 ,只有在上述挑战者与威慑者的偏好序同时成立的条件下 ,才能形

成与威慑定义相一致的威慑格局 :挑战者有动因发起挑战 ,但要冒与威慑者产

生冲突的风险 ;威慑者力图慑阻挑战者的挑战 ,因为维持现状是威慑者最好的

结局。

2. 可信威慑的充分必要条件

由上述对威慑格局的分析可知 , CW IN是挑战者最偏爱的结局 ,它也是挑

战者之所以发起挑战的基本动因 ,但挑战者的挑战也面临着风险 :如果威慑者

“抗击 ”,将导致结局 WAR。因此 ,挑战者的策略选择是在“挑战 ”(将导致结局

CW IN或结局 WAR,挑战者获得期望效用 )和“维持 ”(将导致结局 SQ ,挑战者

获得确定性效用 )两种策略之间进行权衡。根据成本 —收益分析框架 ,当挑战

者“挑战 ”的收益大于损失时 ,即 UCw > 0,挑战者将发起挑战 ,此时威慑者威慑

失败 ;否则挑战者将维持现状 ,此时威慑者威慑成功。根据理性选择分析框架 ,

只有当挑战者发起挑战的效用大于维持现状的效用时 ,挑战者才会“挑战 ”。

设威慑者“容忍 ”的概率为 p,则其“抗击 ”的概率为 1 - p,挑战者发起挑战的期

望效用 UC为 : UC = p ×UCc + (1 - p) ×UCw。这样 ,当 UC >UCs时 ,挑战者将

发起挑战 ,此时威慑者威慑失败 ;否则 ,挑战者将维持现状 ,此时威慑者威慑成

功。令 UC =UCs,可得 p
3

= (UCs - UCw ) / (UCc - UCw ) ,它为威慑者威慑成功

的最低“可信度 ”。虽然理性选择分析框架考虑了威慑者的策略选择对挑战者

得益计算的影响 ,并以概率 p来表征威慑者策略的不确定性 ,但理性选择分析

框架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 :威慑者为什么采取或不采取“抗击 ”策略 ? 而这

一点正是博弈论作为交互式决策理论得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根据博弈论分析框架 ,挑战者与威慑者之间存在着策略互动 ,后行为方即

威慑者将根据先行为方即挑战者的策略选择做出最优反应 ,同时威慑者的策略

选择反过来将对挑战者的策略选择产生影响。也就是说 ,先行为的挑战者由于

能够理性地预期到后行为的威慑者可能采取的策略 ,进而采取针对性的策略 ,

因此博弈论分析框架下的“理性选择 ”与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下的“理性选择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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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不同。在完全信息条件下 ,即博弈方的效用已知的条件下 ,当 UD c >

UDw,此时威慑者“容忍 ”的效用大于“抗击 ”的效用 ,威慑者将“容忍 ”, p = 1;挑

战者由于理性地预期到了这一点 ,威慑者策略运用上的不确定性消失 ,此时挑

战者将发起挑战。当 UD c < UDw,此时威慑者“容忍 ”的效用小于“抗击 ”的效

用 ,威慑者将“抗击 ”, p = 0;挑战者由于理性地预期到了这一点 ,威慑者策略运

用上的不确定性消失 ,此时挑战者将维持现状。由此可知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 ,

挑战者的行为不仅取决于挑战者发起挑战的期望效用与维持现状时的确定效

用之间的权衡比较 ,还取决于对方即威慑者将如何采取行动 :如果威慑者“容

忍 ”优于“抗击 ”,此时威慑者的威慑将是不可信的 ,挑战者将发起挑战 ;否则 ,

威慑者的威慑将是可信的 ,挑战者将维持现状。因此 ,在效用确定的条件下 ,威

慑逻辑的博弈论分析框架中并不存在理性选择分析框架中所谓威慑成功的最

低“可信度”p
3

,因为在前者中 p值是明确的 ,或者为 1,或者为 0。斯奈德和布

赞在各自分析的实际举例计算中 ,既给出了具体的得益值 (这意味着是完全信

息条件 ) ,同时又计算出威慑者“抗击 ”的具体概率 p,这在博弈论分析框架看来

是相互矛盾的。

由上述分析可知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 ,可信威慑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 (1) 挑

战者的偏好为 CW IN > SQ >WAR; (2) 威慑者的偏好为 SQ >WAR > CW IN。条

件 (1)意味着威慑者是有实力的 ,它能使挑战者发起挑战的可能结局 WAR劣

于 SQ ,此时挑战者的挑战要冒风险。条件 ( 2)意味着威慑者是有决心的 ,“抗

击 ”是威慑者的占优策略 ,此时如果挑战者挑战必然导致冲突结局。只有当上

述两个条件同时成立 ,即威慑者既有实力又有决心时 ,威慑者的威慑才是可信

的。成本 —收益分析框架与理性选择分析框架都强调了条件 (1)而没有考虑

条件 (2) ,但条件 (1)只是可信威慑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博弈论

分析框架从威慑格局成立的第二个条件 (CW IN < SQ 且 WAR < SQ )中 ,将威慑

者没有决心的情形 (此时 SQ > CW IN >WAR,“容忍 ”是挑战者的最优选择 ) ,即

不可置信的威慑 ,从策略集中剔除出来 ,使“抗击 ”成为唯一的可信选择 (此时

SQ >WAR > CW IN )。

3. 对可信威慑的进一步讨论

在威慑文献中 ,基辛格最早将威慑能力、威慑决心和威慑信息传递列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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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威慑必须具备的三个要素 :“威慑需要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志 ,以及潜在进攻

者对这两方面因素的评估等三方面的结合。而且 ,威慑是所有这些因素的乘

积 ,而不是它们的和。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因素是零 ,威慑就会失效。”①

在上述要素中 ,威慑实力是可信威慑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只有同

时具有实力与决心 ,才是可信威慑的充分必要条件。“决心 ”一词 ,长期以来一

直被作为一种内隐、主观或心理概念使用 ,在本文中基于理性人假定把决心看

成是一种外显的、客观或物理的概念。这样 ,威慑者作为一种理性行为体 ,其决

心的有无取决于它对不同策略下利益的权衡。如果“容忍 ”比“抗击 ”效用更

大 ,威慑者无论内心是否情愿都将选择“容忍 ”策略 ,此时威慑者是没有决心的

(如果威慑者宣称它是有决心的 ,则是一种不可信的虚张声势 ) ;反之 ,当“抗

击 ”比“容忍 ”效用更大时 ,威慑者将选择“抗击 ”,此时威慑者是有决心的。因

此 ,威慑者是否有决心 ,不是建立在主观愿望而是建立在客观的利益权衡基础

上的 ,这也使挑战者有可能通过对威慑者行为方式的观察和对其利益的计算 ,

判断其决心的有无。

根据可信威慑的充分必要条件 ,威慑者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威慑或者是可

信的 ,或者是不可信的 ,但在这两种情形下信息传递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当

UD c <UDw时 ,威慑者的威慑是可信的。由于挑战者与威慑者都是理性行为

体 ,挑战者能够理性地预期到威慑者的策略选择 ,而威慑者知道挑战者能够预

期这一点 ,即存在共同知识 ,此时无须威慑信息传递起作用。当 UD c≥UDw

时 ,威慑者的威慑是不可信的 ,此时为了将不可信威慑转化为可信威慑 ,威慑者

需要采取承诺行动 ( comm itments)。承诺行动意味着 ,威慑者为了使威慑可信 ,

需要付出额外的沉淀成本 SC ( sunk costs) ,以使 UDw >UD c - SC。通过实施承

诺行动 ,威慑者的“抗击 ”策略由劣策略转化为占优策略 ,其威慑由不可信威慑

转化为可信威慑。承诺行动实质上是一种威慑者内心意愿的外显表达 ,由于需

要付出沉淀成本且满足 SC >UD c - UDw,因此它可以看做是一种昂贵信号。也

就是说 ,只有当威慑信号是昂贵时 ,信息传递才会在承诺行动中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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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完全信息下威慑信号传递

上面的分析表明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即当威慑博弈双方的支付都明确时 ,

威慑者的可信威慑需要满足既有实力又有决心这一充分必要条件 ,并且只有昂

贵信号才会在承诺行动中起作用。然而 ,完全信息是相对少见的情形 ,现实威

慑情景中更普遍存在的是不完全信息的情形。在后一种情况下 ,由于挑战者不

具有关于威慑者支付的真实信息 ,威慑者的可信威慑就不仅取决于威慑者是否

具有威慑实力与决心 ,同时也取决于挑战者是否相信威慑者具有这样的实力和

决心。也就是说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 ,由于挑战者不知道威慑者支付的真实

信息 ,因此威慑博弈的结局与挑战者对威慑者威慑实力与决心的信念密切相

关 :如果挑战者认识到威慑者具有威慑实力与决心 ,它将不发起挑战 ,威慑者威

慑成功 ;如果挑战者不相信威慑者具有威慑实力与决心 ,它将发起挑战 ,威慑者

威慑失败。下文将对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威慑者的类型、威慑信号的类型以及信

息传递方式对博弈结局的影响进行探讨。

(一 )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威慑博弈基本模型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不完全信息博弈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这为研

究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威慑博弈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手段。一般而言 ,博弈信

息结构分为不完全信息和不完美信息两个方面 ,前者是指博弈方在支付信息方

面的不对称 ,后者是指博弈方在博弈进程信息方面的不对称。“海萨尼转换 ”

(Harsanyi Transformation)是一种处理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基本方法① ,它引入一

个虚拟的参与人 ———“自然 ”,并把收益信息不完全的博弈方划分为不同的类

型 ,从而将不完全信息博弈转换为“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博弈 ”。这里 ,“类型 ”的

概念在不完全信息博弈中具有重要作用 :虽然某些博弈方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

不能确定其他博弈方在一定策略组合下的效用 ,但至少能知道其他博弈方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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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1967—1968年的 3篇系列论文中 ,海萨尼开辟了不完全信息博弈研究的新领域 ,发展了“贝
叶斯纳什均衡”概念 ,参见 J. C. Harsanyi, “Games with Incomp lete Information Played by‘Bayesian’Play2
ers, Parts I, II and III, ”M anagem ent Science, Vol. 14, 1967—1968, pp1159—182, 320—334, 486—502。



用有哪几种可能类型。这样 ,支付信息不完全的博弈方的策略选择将是类型依

赖的 ,即不同类型的博弈方具有不同的策略偏好和不同的策略选择。根据“海

萨尼转换 ”,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博弈方究竟属于哪种类型 ,这是该博弈方的私

有信息 ,但其属于每种类型的概率分布是共同知识 ,“自然 ”的作用就是在博弈

开始前为实际博弈方抽取他们各自的类型。由此 ,“海萨尼转换 ”通过类型划

分及其分布概率的共同知识假定 ,将不完全信息博弈转化为完全但不完美信息

博弈。

鉴于类型划分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威慑博弈中的作用 ,以“威慑实力 ”与

“威慑决心”作为两个维度 ,可以将威慑者划分为 4种类型 : (1) 无实力无决心

类型 ; (2) 无实力有决心类型 ; ( 3) 有实力无决心类型 ; ( 4 ) 有实力有决心类

型。由前面对可信威慑条件的分析已经知道 ,只有第 4种类型的威慑者是可信

威慑者 ,而前三种类型威慑者的威胁是不可信的。由此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

可将威慑者划分为“强硬 ”和“软弱 ”两种类型 :“强硬 ”类型威慑者是可信的威

慑者 ,“软弱 ”类型威慑者是不可信的威慑者。威慑者的策略选择是类型依赖

的 :在“抗击 ”和“容忍 ”两种策略中 ,“强硬 ”类型威慑者总是“抗击 ”,而“软弱 ”

类型威慑者总是“容忍 ”。在威慑博弈的三种结局 SQ、WAR和 CW IN中 ,不同

类型的威慑者具有不同的偏好 :“强硬 ”类型威慑者的偏好为 SQ > WAR >

CW IN ,而“软弱 ”类型威慑者的偏好为 SQ > CW IN >WAR。与威慑者具有两种

类型不同 ,挑战者只有一种类型 ,其偏好为 CW IN > SQ >WAR。① 挑战者不确

切知道威慑者属于哪一种“类型 ”,但知道其为某一类型的概率 ,这一概率表征

了挑战者对威慑者属于该类型的信念。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威慑博弈的基本模型 ,与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两阶段威慑

模型不同 ,由于增加了一个虚拟博弈方即“自然 ”,因此它是一种三阶段博弈模

型。首先 ,由“自然 ”抽取威慑者类型的分布概率。其次 ,由挑战者决定是否发

起挑战。挑战者不知道威慑者的真实类型 ,但知道它的类型分布概率。如果挑

战者选择“维持 ”,博弈结局为 SQ;如果挑战者“挑战 ”,博弈结局不确定。此

时 ,当挑战者遭遇“软弱 ”类型威慑者时 ,结局为 CW IN;当挑战者遭遇“强硬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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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威慑者时 ,结局为 WAR。当挑战者发起“挑战 ”后 ,博弈进入到第三阶段 ,将

由威慑者进行策略选择 :“强硬 ”类型威慑者将“抗击 ”,而“软弱 ”类型威慑者

将“容忍 ”。设挑战者对威慑者为“强硬 ”类型的信念为 ,则对其为“软弱 ”类型

的信念为 1 - p (当威慑者类型的信息完全时 ,可看做 p取 1或 0时的特殊情

况 )。令 p
3 ×UC (WAR) + (1 - p

3 ) ×UC (CW IN ) =UC ( SQ ) ,可得 :

p
3

=
UC (CW IN ) - UC ( SQ )

UC (CW IN ) - UC (WAR)

p
3 被称为成功威慑的转折概率。

威慑博弈的贝叶斯均衡为 : ( 1 ) 当 p > p
3 时 ,威慑者“抗击 ”,挑战者不挑

战 ,威慑者威慑成功 ; (2) 当 p≤p
3 时 ,威慑者“容忍 ”,挑战者挑战 ,威慑者威慑

失败。

(二 ) 威慑信号传递机制分析

如上所述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 ,挑战者不完全清楚威慑者对每种结局的

真实效用 ,因而将威慑者划分为“强硬 ”和“软弱 ”两种类型 ,不同类型的威慑者

具有不同的结局偏好和策略选择。挑战者对威慑者属于某一类型的信念本质

上是一种主观概率。当威慑者的信号传递能够改变挑战者的这种信念时 ,它对

威慑的可信性具有重要影响。这种信念改变在博弈论中被假设为一种贝叶斯

过程 ,改变前的信念称为先验信念 ,改变后的信念称为后验信念 ,后验信念的值

根据先验信念的值与威慑信号对信念的影响程度 ,按照贝叶斯公式计算。当挑

战者对威慑者属于“强硬 ”类型的信念高于转折概率时 ,挑战者将不发起挑战 ,

威慑者威慑成功 ,此时无须威慑信息传递起作用 ;当挑战者对威慑者属于“强

硬 ”类型的信念低于转折概率时 ,挑战者将发起挑战 ,威慑者威慑失败 ,此时为

了慑阻挑战者发起挑战 ,威慑者需要主动选择并发出清晰的威慑信号 ,准确表

达自身的真实类型 ,以使对方对自身类型的后验信念大于转折概率 ,从而使威

慑能获得成功。这种威慑者主动发出威慑信号以表达自身真实类型的威慑博

弈 ,实质上是一种信号博弈 ( Signaling Game)。

1. 信号博弈及信号类型区分

信号博弈是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具有信息传递机制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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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 ,由美国学者斯宾塞 (M ichael Spence)在 20世纪 70年代首次提出并运用。①

信号博弈的博弈方由信号发送者与信号接收者构成 ,其中拥有私有信息的博弈

方是信号发送者 ,而信息完全的博弈方是信号接收者。在威慑情景中 ,威慑方

是信号发送者 ,它通过精心选择并发送信号 ,传递自身类型的信息 ;挑战者是信

号接收者 ,它通过对威慑者所发送信息的性质判断 ,决定是否改变对威慑者类

型的先验信念和是否发起挑战。正如将威慑者区分为不同类型一样 ,威慑信号

也需要区分不同的类型 ,因为威慑信号并不总是有效或必然起作用。根据后验

信念与转折概率的比较 ,可以把威慑者发出的信号分为“强 ”信号与“弱 ”信号 :

“强 ”信号是一种威慑者发送后 ,能够使挑战者的后验信念从小于转折概率转

换到大于转折概率的信号 ,而“弱 ”信号则不能实现这样的转换。根据对威慑

者发出信号的类型判断 ,挑战者确定是“维持 ”还是“挑战 ”。

设“强硬 ”和“软弱 ”威慑者类型分别以 T和 W 表示 ,“强 ”和“弱”威慑信号

类型分别以 R s和 Rw 表示 ,则在威慑博弈中威慑者与威慑信号之间有四种组

合 : (1)“自然 ”选定 T时发送 R s,“自然 ”选定 W 时仍发送 Rs; (2) “自然 ”选定

T时发送 R s,“自然 ”选定 W 时则发送 Rw; ( 3 ) “自然 ”选定 T时发送 Rw,“自

然 ”选定 W 时则发送 R s; (4) “自然 ”选定 T时发送 Rw,“自然 ”选定 W 时仍发

送 Rw。其中 ,在组合 (1)和组合 (4)中 ,“自然 ”选定的不同类型威慑者都发送

相同的威慑信号 ,称为混同 (pooling)信号 ;在组合 (2)和组合 (3)中 ,“自然 ”选

定的不同类型威慑者分别发出不同的威慑信号 ,称为分离 ( separating)信号。

显然 ,威慑者对不同类型威慑信号的发送 ,将影响挑战者对威慑者类型的判断 ,

进而影响威慑可信性。为了实施有效威慑 ,“软弱 ”类型威慑者力求表现得“强

硬 ”,会选择混同信号 ;而“强硬 ”类型威慑者则通过发送“分离 ”信号 ,充分显示

威慑实力和决心 ,以揭示自身真实类型。

与信号博弈相对应的均衡概念 ,是混同均衡和分离均衡 ,它们本质上是不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的“完美贝叶斯均衡 ”。完美贝叶斯均衡是贝叶斯均衡、

子博弈完美均衡和贝叶斯推断的结合 ,它不再是策略组合 ,而是策略加信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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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信号博弈模型由斯宾塞 1973年在劳动力市场模型中首次运用 ,并在 1974年的论文中使其论证
更为一般化 ,参见 M ichael Spence,“Job Market Signaling, ”Q 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 ics, Vol. 87, No. 3,

August 1973, pp1355—374; M ichael Spence, “Competitive and Op timal Responses to Signaling: An Analysis

of Efficiency and D istribution, ”Journal of Econom ic Theory, Vol. 7, No. 3, March 1974, pp1296—332。



组合。①

2. 基于信号博弈的威慑模型

威慑博弈的信号模型如图 22所示②,图中圆圈内的 N、D、C分别表示“自

然 ”、威慑者和挑战者的决策节点。“自然 ”选择威慑者的类型 ,威慑者为“强

硬 ”类型 T和“软弱 ”类型 W 的先验信念分别为π和 1 -π。无论哪种类型威慑

者 ,都有“强 ”信号 R s和“弱 ”信号 Rw可以发送 ,设 p和 q分别是威慑者发出 R s

和 Rw后挑战者对威慑者为 T类型的后验信念 ,则威慑者发出 R s和 Rw后挑战

者对威慑者为 W 类型的后验信念分别为 1 - p和 1 - q。挑战者不知道威慑者

的真实类型 ,只能根据威慑者发出的信号类型来修正其对威慑者先验信念的判

断 ,它有“挑战 ”和“维持 ”两种策略可以选择。当遭遇 T类型威慑者时 ,如果挑

图 22　威慑的信号博弈模型

51

偏好、信息与威慑博弈

①

②

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的“完美贝叶斯均衡”概念 ,其正式定义是由弗登博格和梯若尔在 1991

年给出的 ,参见 D. Fudenberg and J. Tirole, “Perfect Bayesian Equilibrium and Sequential Equilibrium, ”
Journal of Econom ic Theory, Vol. 53, No. 2, Ap ril 1991, pp1236—260。

图 22表现形式源自曹 ( I. K. Cho)和克莱普斯 (D. Krep s)。本文结合问题情景对之进行了变
形 ,参见 I. K. Cho and D. Krep s, “Signaling Games and Stable Equilibria, ”Q 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 ics,

Vol. 102, No. 2, May 1987, pp1179—221。



战者“挑战”,结局为 WAR;如果挑战者“维持 ”,结局为 SQ。当遭遇 W 类型威

慑者时 ,如果挑战者“挑战 ”,结局为 CW IN;如果挑战者“维持 ”,结局为 SQ。

设争夺目标对挑战者和威慑者的效用分别为 uC 和 uD ,威慑者发出 R s和

Rw成本的效用分别为 m S 和 mW ,挑战者在威慑者发出 R s和 Rw时敢于挑战的

声誉的效用分别为 rS 和 rW 。当结局为 SQ时 ,威慑者在发出 R s和 Rw后的效用

分别是 uD - m S 和 uD - mW ,挑战者相应的效用分别为 - rS 和 - rW ;当结局为

CW IN时 ,威慑者在发出 R s和 Rw后的效用分别是 - uD - m S 和 - uD - mW ,挑战

者相应的效用分别为 uC + rS 和 uC + rW 。对于结局 WAR,设威慑者和挑战者战

争代价的效用分别为 cD 和 cC ,赢得战争的概率分别为θ和 1 -θ,则在发出 R s

时威慑者的期望效用是 :

θ( uD - cD - m S ) + (1 -θ) ( - uD - cD - m S ) = ( 2θ- 1 ) uD - cD - m s ,挑战者

相应的期望效用是 : (1 -θ) ( uC - cC + rS ) +θ( - uC - cC + rS ) = ( 1 - 2θ) uC - cC

+ rS ;同理 ,在发出 Rw时威慑者和挑战者的期望效用分别是 :

(2θ- 1) uD - cC - mW 　和 　 (1 - 2θ) uC - cC + rW

当挑战者观察到“强 ”信号 R s后 ,如果“挑战 ”和“维持 ”两种策略无差异

时 ,满足 :

p
3

[ (1 - 2θ) uC - cC + rS ] + (1 - p
3 ) ( uC + rS )

　 = p
3 ( - rS ) + (1 - p

3 ) ( - rS ) (1)

p
3

=
uC + 2 rS

2θuC + cC

(2)

当挑战者观察到“弱 ”信号 Rw 后 ,如果“挑战 ”和“维持 ”两种策略无差异

时 ,有 :

q
3

[ (1 - 2θ) uC - cC + rW ] + (1 - q
3 ) ( uC + rW )

　 = q
3 ( - rW ) + (1 - q

3 ) ( - rW ) (3)

q
3

=
uC + 2 rW

2θuC + cC

(4)

后验信念 p = p ( T /RS )和 q = q ( T /RW )根据贝叶斯公式计算为 :

p =
p ( T) p (RS / T)

p ( T) p (RS / T) + p (W ) p (RS /W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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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πp (RS / T)

πp (RS / T) + (1 - π) p (RS /W )
(6)

同理可得 :

q =
πp (RW / T)

πp (RW / T) + (1 - π) p (RW /W )
(7)

3. 威慑博弈均衡

在以上分析中 , p
3 和 q

3 分别是威慑者发出“强 ”信号和“弱 ”信号后 ,挑战

者认为威慑者属于“强硬 ”类型的转折概率 ,而 p和 q分别表征威慑者发出

“强 ”信号和“弱”信号后挑战者认为威慑者属于“强硬 ”类型的后验信念。显

然有 :当 p > p
3 时 ,挑战者的最优反应是“维持 ”,反之则“挑战 ”;当 q > q

3 时 ,挑

战者的最优反应是“维持 ”,反之则“挑战 ”。

威慑者信号传递组合有 ( R s, R s)、(Rw, Rw )、( R s, Rw )和 (Rw, Rs)四种 ,括

号内第一、第二个符号分别对应威慑者为“强硬 ”和“软弱 ”类型时发出的信号。

挑战者的回应策略组合也有 ( Ch, Ch)、( Su, Su)、( Ch, Su)和 ( Su, Ch)四种 ,括

号内第一、第二个符号分别对应挑战者对“强 ”信号和“弱 ”信号的回应策略 ,其

中以 Ch表示“挑战 ”, Su表示“维持 ”。

(1) 挑战均衡 ( p < p
3 且 q < q

3 )

当 p < p
3 且 q < q

3 时 ,挑战者的最优反应是 (Ch, Ch) ,即无论威慑者发出什

么样的信号 ,挑战者都“挑战 ”。由于 0 <mW <m S ,即威慑者发出“强 ”信号的成

本效用要高于发出“弱 ”信号的成本效用 ,此时“强硬 ”和“软弱 ”类型威慑者都

将发出“弱”信号 ,即 q =π ×1 / [π ×1 + (1 -π) ×1 ], q =π。

故 [ (Rw, Rw ) (Ch, Ch) ; p, q =π ]是此种情况下的混同均衡。根据本文前

面对“强 ”信号和“弱 ”信号的定义 ,这一混同均衡意味着 :无论“强硬 ”还是“软

弱 ”类型威慑者 ,都没有有效的威慑信号可以采用 ,以使挑战者的后验信念大

于转折概率 ,因此威慑必然失败。该混同均衡也可以称为“挑战均衡 ”,因为此

时挑战者必然挑战。

(2) 威慑均衡 ( p > p
3 且 q > q

3 )

当 p > p
3 且 q > q

3 时 ,挑战者的最优反应是 (Su, Su) ,即无论威慑者发出什

么样的信号 ,挑战者都“维持 ”。由于威慑者发出“强 ”信号的成本效用要高于

发出“弱 ”信号的成本效用 ,此时“强硬 ”和“软弱 ”类型威慑者都发出“弱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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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故 [ (Rw, Rw ) (Su, Su) ; p, q =π ]是此种情况下的混同均衡。

这一混同均衡意味着 ,即使是发出“弱 ”信号 ,威慑者也能威慑成功 ,因此

它可以称为“威慑均衡 ”。挑战者对威慑类型的先验信念大于转折概率时的博

弈均衡 ,就是这种情形。

(3) 理论均衡 ( p < p
3 且 q > q

3 )

当 p < p
3 且 q > q

3 时 ,挑战者的最优反应是 (Ch, Su) ,即挑战者在威慑者发

出“强 ”信号时“挑战 ”,在威慑者发出“弱 ”信号时“维持 ”。此时无论什么类型

威慑者都选择“弱 ”信号 ,挑战者在观察到“弱 ”信号后“维持 ”,故 [ ( Rw, Rw )

(Ch, S u) ; p, q =π ]是此种情况下的混同均衡。

这一混同均衡意味着 ,威慑者发出“强 ”信号威慑失败而发出“弱 ”信号则

威慑成功 ,因此它只是一种在形式化分析中的“理论均衡 ”,而不是理性行为体

假设下的真实均衡。

(4) 条件均衡 ( p > p
3 且 q < q

3 )

当 p > p
3 且 q < q

3 时 ,挑战者的最优反应是 (Su, Ch) ,即挑战者在威慑者发

出“强 ”信号时“维持 ”,在威慑者发出“弱 ”信号时“挑战 ”。这一情形意味着 ,

“强硬 ”与“软弱”类型威慑者在发出信号的能力上存在区别 ,即“强硬 ”类型威

慑者能够发出“弱 ”信号 ,“软弱 ”类型威慑者难以发出或无法发出的“强 ”信

号。设“软弱 ”类型威慑者的信号集为 WR,“强硬 ”类型威慑者的信号集为 TR,

则 WR是 TR的子集。令 DR = TR - WR, DR是“强硬 ”类型威慑者能够发出但

“软弱 ”类型威慑者没有能力发出的信号集。再设 tr∈TR, w r∈WR, dr∈DR。

此时存在分离均衡 [ ( dr, w r) ( Ch, Su) ; p = 1, q = 0 ]。在这样的分离均衡下 ,挑

战者能够通过对威慑信号类型的判断 ,将不同类型的威慑者区分开来 :“强硬 ”

类型威慑者发出“强 ”信号 ,挑战者“维持 ”,结局为 SQ ,威慑者威慑成功 ;“软

弱 ”类型威慑者因无法或难以发出“强 ”信号 ,只能发出“弱 ”信号 ,挑战者“挑

战 ”,结局为 CW IN ,威慑者威慑失败。

分离均衡又可以称为“条件均衡 ”,即只有在威慑者满足发出“强 ”信号条

件时 ,威慑才会成功。

(三 ) 威逼信号传递模型

威慑概念假设威慑者能够在挑战者发起挑战之前 ,通过武力威胁方式慑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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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者的挑战 ,从而避免不想要的结局出现。如果威慑者事先未能感知挑战者

可能的挑战 ,或者说挑战者在没有受到威慑的情况下发起了挑战 ,则出现了威

慑者不想要的结局 ,此时威慑者仍将发出武力威胁 ,以迫使挑战者撤回挑战。

这种在挑战者实施了实质性的挑战之后的武力威胁 ,称为威逼 ( compellence)。

谢林最早对威慑与威逼这两个概念做了区分 ,并认为威逼比威慑更难成功。①

威逼之所以比威慑更难以成功 ,是因为威逼涉及挑战者已经付出的实质性代价

和撤回挑战承受的声誉损失 ,因此在威逼中威慑者通常更加注重“胡萝卜加大

棒 ”策略的运用 ,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 ”挑战者的某些利益和声誉损失。

威逼是一个时常被混淆的概念 ,研究者一方面容易将威逼与威慑两种概念

不加区分 ,另一方面又常常忽视威逼概念的被动特征 ,而后一点尚没有被明确

指出。例如 ,罗伯特 ·阿特 (Robert A rt)认为 ,威逼与威慑的区别“就是主动与

被动使用武力的区别 ”。② 理查德 ·哈斯 (R ichard N. Haass)也认为 ,威逼的“一

个传统例子或者模式 ,就是炮舰外交 ”③。克劳迪奥·乔菲 - 雷维利亚 (Claudio

Cioffi2Revilla)在区分威慑与威逼概念时认为 :尽管两者均以“实力 ”为手段 ,但

威慑的目标是维持现状 ,消除对现状挑战的潜在威胁 ,而威逼旨在改变现状 ,以

取得新的平衡。④ 笔者认为 ,威逼概念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具有被动特征的概

念 ,虽然它采用了逼迫或强制挑战者撤回挑战这样的主动形式 ,但其根本目的

是为了避免不想要结局的出现 ,此时威慑者与挑战者之间对不同结局的偏好或

威慑格局并没有改变。如果将威逼概念表征为“主动使用武力 ”或“炮舰外交 ”

以追求所想要的结局 ,那么此时威慑者对结局的偏好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威

慑格局形成的条件也不再存在 ,威慑者实质上已经转化为挑战者。因此 ,威逼

虽然采用了主动形式 ,但它仍然是威慑者的被动行为 ,旨在避免不想要的结局

出现 ,而不是旨在主动改变现状的挑战者的主动行为。

根据上述分析 ,威逼博弈基本模型是一个与两阶段威慑博弈模型不同的三

阶段模型。在第一阶段 ,挑战者发起挑战。在第二阶段 ,威慑者有“容忍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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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Thomas Schelling, A rm s and Influ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 pp169—91.

转引自理查德·N. 哈斯著 :《新干涉主义》(殷雄等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52页。
同上书 ,第 54页。
Claudio Cioffi2Revilla, “O rigins and Age of Deterrenc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O ld World and New

World System s, ”Cross2Cultura l Research , Vol. 33, No. 3, August 1999, p1241.



“逼迫 ”两种策略。当威慑者“容忍 ”时 ,结局为 CW IN;当威慑者“逼迫 ”时 ,博

弈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 ,挑战者有“后退 ”与“坚持 ”两种策略。当挑战

者“后退 ”时 ,结局为“恢复现状 ”RSQ;当挑战者“坚持 ”时 ,结局为 WAR。对于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威逼模型 ,可以看做是一种带有信号子博弈的“试探 ”模

型。挑战者的“挑战 ”可以看做是一种“试探 ”行为 ,由此引发威慑者做出反应 ,

博弈进入信号子博弈。与上述威慑信号博弈模型类似 ,威慑者可以发出“强 ”

信号和“弱”信号两种信号。挑战者根据威慑者发出信号的性质 ,决定“后退 ”

还是“坚持 ”。如果挑战者“后退 ”,结局为 RSQ;如果挑战者“坚持 ”,当遇到

“强硬 ”类型威慑者时结局为 WAR,遇到“软弱 ”威慑者时结局为 CW IN。信号

子博弈仍有三种混同均衡和一种分离均衡 ,威逼博弈的完美贝叶斯均衡为 :

(1) 当 p > p
3 且 q < q

3 时 ,“强硬 ”类型威慑者发出“强 ”信号 ,挑战者“退却 ”,

结局为 RSQ;“软弱 ”类型威慑者发出“弱 ”信号 ,挑战者“坚持 ”,结局是 CW IN。

(2) 在其他情况下 ,挑战者无法从混同信号中区分出不同类型的威慑者 ,它将

按照对威慑者类型的先验信念采取行动。具体的形式化分析这里不再展开。

三、对威慑博弈的案例分析

从前面两个部分的博弈分析可以看出 ,威慑格局与可信威慑的形成都是有

条件的 ,威慑信息传递也并不总是起作用。以下结合四个个案 ,分别进行简要

分析。在第一个个案中 ,本文认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美伊之间的策略互动并

未形成一种威慑格局 ,因此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不像学术界所认为的那样是美

国延伸威慑的一次失败 ,以此解释美国当时何以会对伊拉克发出含糊不清的信

息。在第二个个案中 ,本文从“挑战均衡 ”的角度 ,认为在中国出兵朝鲜前中美

之间的策略互动中 ,即使信息沟通渠道畅通、信息传递者立场中性、威慑信息表

达明确 ,中国对美国的威慑也难以获得成功。在第三、四两个威逼个案中 ,本文

从分离均衡的角度 ,对比分析了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对苏联威逼成功、英国

在马岛危机中对阿根廷威逼失败的原因。

(一 )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美伊之间的策略互动

1990年 7月 17日 ,伊拉克总统萨达姆 ·侯赛因发表广播电视讲话 ,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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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地指责海湾一些国家不遵守石油输出国组织所规定的配额 ,大量倾销原油 ,

造成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下跌 ,致使伊拉克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翌日 ,伊拉克官

方媒体点名抨击科威特和阿联酋等国大量超额出口石油 ,重点指责科威特侵占

伊拉克边境领土 ,掠夺伊石油资源达 10年之久 ,称此为“对伊拉克的侵略与战

争 ”①。针对伊拉克咄咄逼人的行动 ,经埃及、沙特等国居中斡旋 ,伊、科两国于

7月 31日赴沙特举行直接谈判。由于伊拉克提出的要求太高 ,科方无法接受

如此苛刻的条件 ,阿拉伯方面调解受阻。8月 1日 ,伊、科谈判破裂 ,第二天伊

拉克大举入侵科威特。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举动 ,被学术界看做是美国延伸威慑的一次失败。对

于美国何以未能威慑伊拉克 ,哈斯认为 ,是海湾“当地的政治环境不允许美国

军队在该国驻扎 ”。由于美军“必须驻扎在该国公众看不见的地方 ”,也就“不

得不驻扎在该国的外部敌人所看不到的地方 ”,这样就无法形成一种“通过军

队进行威慑的压力 ”。因此 ,当地缺少美国军事能力的存在是未能劝阻萨达姆

入侵科威特的主要原因之一。② 此外 ,由于担心激怒伊拉克 ,海湾各国 (阿联酋

除外 )拒绝参加美国提议的于 1990年 7月底举行的军事演习。不过哈斯也认

为 ,萨达姆不理解美国对科威特所承诺义务的深刻意义是未能劝阻萨达姆入侵

科威特的另一个主要原因。③“延伸威慑是一种微妙的手段。对于美国来说 ,

这种手段并不总是能够起到明确的威慑效果 ,而且如果对这种手段怀有三心二

意 ,那就更不会有什么效果了。”④贾尼丝 ·格罗塞 ·斯坦 ( Janice Gross Stein)

在对海湾战争中进行威慑的教训分析后认为 :虽然美国犯了没有明确表达自己

利益的错误 ,但还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威慑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是由

萨达姆的心态所决定的。⑤ 从信号传递角度分析 , 20世纪 90年代初 ,随着苏联

的衰弱 ,美国不仅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即属于“强硬 ”类型的先验信念很高 ) ,

而且如果要表达自己的威慑意愿 ,其可供选择的威慑信号也有很多 ,但美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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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对萨达姆发出了含糊不清的信息。也就是说 ,美国能够发出分离信号 ,却

发出了混同信号。那么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确实是美国延伸威慑的一次失

败吗 ?

1990年 2月 12日 ,美国负责中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 ·凯利 ( John

Kelly)正式访问巴格达 ,他在与萨达姆的谈话中称 :“你们是本地区的一支温和

力量 ,美国希望发展与伊拉克的关系。”①他还表示美国对伊拉克同科威特的边

界冲突不感兴趣。② 7月 23日 ,美国间谍卫星侦察到伊拉克将 3个师约 315万

人的兵力部署在离科伊边境 30公里的地区。7月 24日 ,美国为了表示关切 ,

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了海军联合演习。但美国国务院女发言人玛格丽

特 ·塔特怀勒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 :美国同科威特没有防务条约 ,对它也没

有什么特殊的防务承诺。③ 7月 24日深夜 ,在萨达姆召见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阿

普里尔 ·格拉斯佩的会晤中 ,美国大使对于伊科之间的边界纠纷表示 :“我们

不作评论。60年代末我曾在科威特任职 ,当时我们接到的指示是 ,在这个同美

国无关的问题上不表态 ”,“我们的全部希望 ,就是你们迅速提出一项解决办

法 ”④。会晤结束后 ,这位大使打电话给华盛顿 ,敦促美国在伊拉克与科威特自

行解决它们的争端以前 ,“少作批评 ”。在尔后的一份致萨达姆的电报中 ,布什

( George Bush)称他的政府“继续愿与伊拉克保持较好的关系 ”⑤。

7月 27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向白宫传送了一些卫星拍摄的照片 ,照片显示

出 ,集结的人员和装备越来越多。7月 28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起草的报告更为

具体 ,萨达姆为其部署在边界的部队建立起重要的供应线 ,从照片上还可以看

出大批提供后勤支援的卡车。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 ·韦伯斯特 (W illiam W eb2

ster)确信 ,如果仅仅是一次恫吓行动 ,这么大规模的后勤是不必要的。⑥ 7月 30

日 ,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能够提出伊拉克集结在科威特附近的军力情况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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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在内的 10万大军 , 300辆坦克和 300门重型火炮。华盛

顿依然保持沉默。① 7月 31日 ,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到美国众议院“中东小组

委员会 ”作证 ,针对众议员李 ·汉密尔顿的提问 ,凯利回答说 :“我们同海湾各

国没有防务协定 ,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支持那个地区友好国家的独立和

安全。”当李 ·汉密尔顿又问 :“说我们没有一个条约、没有一项义务迫使我们

派出美国部队 ,这对吧 ?”凯利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② 在这个战争与和平的紧

要关头 ,英国 BBC广播电台立刻播出了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的上述讲话 ,向伊

拉克总统转达了美国不卷入海湾冲突的保证。③ 有研究者指出 ,美国“这些错

误的外交信号一定毫无疑问地鼓励了萨达姆采取行动 ”④。

笔者认为 ,美国在海湾危机中并不存在对伊拉克入侵的延伸威慑及所谓延

伸威慑的失败 ,因为美伊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不构成一种威慑格局 ,美国对伊拉

克的策略实质上是“诱导 ”而不是威慑。从对结局的偏好进行分析 ,在“维持现

状”SQ、“干涉伊科冲突 ”WAR和“默认伊拉克侵占科威特 ”CW IN这三种结局

中 ,如果美国进行干预或发出明确威慑信号 ,则伊拉克对结局的偏好是 CW IN

> SQ >WAR,此时由于伊拉克对美国属于“强硬 ”类型的信念很高 ,它将不发起

挑战 ,即美国威慑成功 ;如果美国不准备进行干预或发出含糊不清甚至带鼓励

性的信息 ,由于伊拉克军事实力远高于科威特 ,则伊拉克对结局的偏好变为

CW IN >WAR > SQ ,此时 SQ是最差结局 ,发起挑战是伊拉克的占优策略 ,伊拉

克必然入侵伊拉克。长期以来 ,美国一直想驻兵海湾而由于海湾国家的戒备而

未能如愿 (即 SQ并不是美国的最好结局 ) ,一旦伊拉克发起挑战 ,将给美国出

兵海湾以契机。美国至少可以达成以下目标⑤: ( 1) 打出反侵略的旗号 ,大规

模出兵海湾 ,以遏制伊拉克的扩张势头 ; ( 2) 利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对沙

特等国造成的恐惧心理和现实威胁 ,促使它们同意美军大规模进驻 ,实现美国

多年来企图在海湾地区重建军事基地的愿望 ; (3) 利用联合国带头对伊拉克进

行制裁和封锁 ,显示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先锋 ”作用 ; (4) 利用美国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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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海湾危机中的重要影响和赢得的广泛支持 ,提高布什在国内的威望 ,同时也

借海湾危机缓解国内大幅度削减军费的压力 ,继续维持一支庞大的军事力量。

由上述分析可知 ,维持现状虽然是科威特的最好结局 ,但并不是美国的最

好结局 ,因此通过武力威胁的方式慑阻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维持现状并不符合

美国的最大利益。换句话说 ,不是美国不能发出清晰明确的“强 ”信号 ,而是美

国不愿意传递这样的信息。美国既希望伊拉克发起挑战 ,又不愿意被海湾国家

认为未尽责任 ,因此美国既与阿联酋举行了象征性的威慑演习 ,同时又多次强

调与科威特没有防务协定。其含糊不清的信息传递 ,实际上起到了“诱导 ”伊

拉克入侵的行动。此后的事实证明 ,美国是海湾危机的最大受益者。

(二 ) 中国出兵朝鲜前中美之间的策略互动

1950年 6月 24日 ,朝鲜战争爆发。6月 25日傍晚 ,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

美国海空军投入战斗。① 在 9月 15日美军于仁川登陆成功并逼向“三八 ”线

后 ,中国多次明确地对美军发出不要越过“三八 ”线的警告。9月 27日 ,中央军

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授命向力图调停的印度政府转达了中国方面的强硬姿态 ,

指出 :“如果帝国主义果真要发动战争 ,那么 ,我们也只有起而抵抗了。”② 9月

30日 ,周恩来总理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时庄严声明 :“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

国的侵略 ,也决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邦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③10

月 3日凌晨 1时 ,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 ,再次郑重表明中国立

场 :如果美军越过“三八 ”线 ,中国不能坐视不顾 ,中国一定要管。④ 这是中国避

免出现被迫出兵的情况而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发出的最明确的警告。然而 ,中

国发出的威慑信号未能阻止美国的进一步军事行动。10月 7日 ,美国开始越

过“三八 ”线。10月 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与美国进行了面对面的

军事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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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警告何以未起作用 ,一些学者从危机管理角度进行了分析。①

国内有学者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中美信息沟通进行了比较研究 ,也得出

了一些思考。国外有学者从声誉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出兵朝鲜前对美国的“诚

实的威胁 ”( honest threat) ②,认为外交等“廉价信号 ”在威慑互动中也会发挥有

价值的作用 ,因为威慑者为了获得声誉以在未来的争端中发出的威慑有效 ,也

会发出“诚实的威胁 ”信号 ;而没有决心的威慑者可能因为虚张声势的声誉 ,影

响到其未来发出威胁信号的真实性。朝鲜战争中中国对美国不要越过“三八 ”

线发出的外交威慑 ,就是这样一种“诚实的威胁 ”,而美国却误读了这种信号。

本文从信号博弈角度认为 ,中美之间的威慑博弈结局是一种典型的“挑战

均衡 ”。具体地说 ,由于美国对中国属于“强硬 ”类型的先验信念很低 (即π值

很小 ) ,中国要想威慑成功的转折概率很高 (即 p
3 值很大 )以及中国由于当时

条件限制无“强 ”信号可选 ,中国只能发出混同信号 ,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

自身类型的认知 ,因此威慑很难成功。

鉴于中国是一个不发达的国家 ,刚刚建国 ,百废待兴 ,综合实力和武器装备

差 ,而美国是世界上综合实力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并且是刚结束的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最大赢家 ,因此美国对中国属于“强硬 ”类型的先验信念很低 ,认

为中国不会出兵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1950年 10月 5日 ,杜鲁门总统在威克

岛会见麦克阿瑟和其他美军高级将领时 ,麦克阿瑟向杜鲁门汇报朝鲜战局说 ,

虽然中国在中国东北集中了 40万军队 ,“但根据我的专业知识判断 ,在联合国

军拥有空中优势的情况下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不会蠢到派遣大规模常规部队到

朝鲜前线。因为中国军队的主要力量在到达平壤前就会遭遇联合国军的重创 ,

并被消灭 ”③。当杜鲁门提出“中国或苏联干预 (朝鲜战争 ) ”的可能性时 ,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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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回答说 :“非常小。”①10月底 ,当中国军队首次出战 ,狠狠打击了孤军深入

的美军和南朝鲜军时 ,麦克阿瑟还认为这无关紧要 ,只不过会暂时迟滞他向鸭

绿江的大举进攻。② 不仅美国对中国进行了这样的类型定位 ,即使在中国党内

和军内对是否出兵朝鲜意见也不一致。“朝鲜战局的恶化使得中共中央领导

内部对出兵条件的估计变得谨慎多了 ,也顾虑多了。除了毛泽东以外 ,与会者

几乎都对迅速出兵感到没有太多把握。”③“在 10月 2日下午举行的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 ,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朝鲜持怀疑和反对态度。而最重要的

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把握。”④事实上 ,中国出兵朝鲜

的决策经历了一次分析框架的转换 :从单纯考虑出兵的风险 ,到对出兵与不出

兵两种方案进行权衡。决策伊始 ,充分考虑了“要管 ”的风险 :“首先 ,美军在釜

山的有效抵抗、实施仁川登陆大举围歼朝鲜人民军主力以及对北朝鲜的狂轰乱

炸 ,不仅显示出美国军队在装备及火力上拥有巨大优势 ,而且表明它在指挥和

战术上也不可小视。在装备及火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条件下贸然投入对美作战 ,

是否有利呢 ?”“其次 ,在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 ,人民刚刚得到和平和稳定 ,国家

刚刚开始进入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建设时期。出兵朝鲜 ,对美作战 ,不能不考虑

美国向中国宣战的严重性。”⑤但在反复讨论后 ,政治局领导人一致认为 ,虽然

出兵风险很大 ,但与不出兵相比 ,出兵是最好的选择 :“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 ,

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 ,则对各方都不利 ,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 ”;“总之 ,我们

认为应当参战 ,必须参战 ,参战利益极大 ,不参战损害极大。”⑥

除了上述美国对中国的类型定位因素外 ,中国要获得威慑成功的转折概率

p
3 也非常高。在 p

3 值的计算式中 ,美国对自身军事实力看得过高 (由此低估

战争代价 cC ) ,对作为强国在中国威慑下被慑阻的声誉损失看得很重 (即公式

中 rS 值大 ) ,因此同样的 uC 值下 p
3 值增大。由于先验信念π与转折概率 p

3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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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韩国国防部战争史编辑委员会 :《朝鲜战争》第 1卷 ,牡丹江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4页。
阿伦·米利特、彼得·马斯洛斯基 :《美国军事史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 ,北京 ,军

事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第 491页。
杨松奎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378页。
同上书 ,第 379页。
同上书 ,第 377页。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年版 ,第 556页。



间的差距扩大 ,必然增大选择“强 ”信号的难度 ,而中国当时几乎没有能够揭示

自身真实类型的“强 ”信号可供选择 ,因此只能发出混同信号。美国无法从中

国发出的混同信号中进行信念更新 ,仍按原有信念越过“三八 ”线 ,最终中国被

迫出兵朝鲜。因此 ,即使信息传递渠道畅通、信息传递者立场中性、信息表述十

分明确 ,美国对中国类型的认知也不会因中国发出的混同信号而改变 ,中国的

威慑很难成功。再从声誉角度看 ,虽然声誉在长期互动关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 ,中国为了不破坏声誉有动机通过外交声明等“弱 ”信号表达“诚实的威

胁 ”,但声誉毕竟是建立在对以往行为的认知基础上的 ,它具有统计特性 ,需要

在“重复 ”中建立 ,其本身就是一种后验信念。而朝鲜战争是中美之间第一次

真正的“交手 ”,此前缺乏深入了解或声誉基础 ,即使中国有建立自身声誉的动

机 ,也不足以通过发出“弱 ”信号使美国相信来自“陌生 ”的新中国的声音。

(三 ) 古巴导弹危机中的美苏策略互动

1962年 10月 14日 ,美国一架 U 22高空侦察机第一次拍摄到了苏联在古巴

设置地对地中程导弹的照片。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 ,在古巴的导弹基地

尚需 10天才可投入使用。① 美国总统肯尼迪很快成立了专门小组研究并讨论

对策 , 10月 19日他下定决心要用海军封锁古巴。② 10月 22日晚 7时整 ,肯尼

迪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 ,宣布美国将采取包括对一切正前往古巴的进攻性军事

装备实行海上“隔离 ”的七项措施。③ 根据肯尼迪的命令 , 40艘军舰和 2万名海

军战斗人员将用于对古巴的封锁 ,美国在全球的军队立即进入紧急戒备状态 ,

一场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拉开了帷幕。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 ,苏联最

终以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并答应撤除在土耳其针对苏联的导弹作为交换条件 ,

从古巴撤出弹道导弹。④

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行动 ,是一次典型的威逼行为 ,其结局是一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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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存堂 :《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 :加勒比海导弹危机》,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22页。

参见罗伯特·肯尼迪 :《十三天 :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 ,第 83—95页。
崔金久等 :《20世纪重大军事危机述评》,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121页。
戈登·克雷格、亚历山大·乔治 :《武力与治国方略 :我们时代的外交问题》(时殷弘、周桂银等

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 ,第 162页。



型的分离均衡。如前所述 ,威逼互动中挑战者的挑战 ,可以看做是一种“试探 ”

行为 :如果威慑者发出“强 ”信号 ,则“后退 ”,否则就“坚持 ”。由于威逼涉及挑

战者的声誉 ,它比威慑行为更难成功 ;但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通过“核战争

边缘 ”方式发出“强 ”威慑信号 ,并灵活采取“胡萝卜加大棒 ”策略 ,最终得以成

功。如果不是采取“强 ”信号而是“弱 ”信号 ,如外交谈判、单纯的利益交换 ,甚

至是单纯的海上封锁而不是把局势推向核战争边缘 ,美国的威逼行动都将难以

奏效。

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行动是在未察觉的情况下秘密开始的 ,赫鲁晓夫的

设想是 :“如果我们秘密地装置导弹 ,如果导弹已经装好可供发射之后才为美

国发现 ,美国人在试图用军事手段摧毁我们的设备之前就得仔细考虑考虑。”①

他要求下属 :“我们必须采取一切预防措施 ,悄悄地运送和部署导弹 ,以便给美

国造成一个既成事实。”②在发现并确认了苏联的行动后 ,美国选择了利用海军

力量实施封锁的方案。肯尼迪认为这是除军事袭击 (以后如有必要 ,可以采

取 )以外的最不妥协的行动③ ,它既能为对方所理解又给他们留有回旋余地 ,而

对美国来说可以在自己控制下逐步升级 ,也避免了对古巴直接实施空中打击或

入侵古巴可能导致的同苏联发生一场核大战的风险。从信号博弈角度看 ,在转

折概率 p
3 的计算式中 ,比较得益 uC、声誉损失 rS 与核战争代价 cC ,由于后者数

值巨大④,因此转折概率 p
3 值较低。⑤ p

3 值较低 ,为美国运用“核战争边缘 ”作

为“强 ”威慑信号而不致局势失控提供了可能 :只要美国最大限度地表现出威

慑决心 ,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是可能的。到 10月 20日 ,美国已命令在全

世界的武装力量都处于戒备状态 ,四个空军中队随时处于空中打击状态 ,部分

空军开进佛罗里达州的东南部 ,导弹人员处于高度的戒备之中 , B 252轰炸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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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回忆录 (下 ) 》(赵绍棣等译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697—699页。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 :《信赖 :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 )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年版 ,

第 81页。
杨存堂 :《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第 37页。
与美国相比 ,苏联危机时在核力量上处于劣势 ,美国拥有 5 000个核弹头 ,而苏联仅有 300个 ,

运载工具也未达到相当的程度。同上书 ,第 13页。
肯尼迪当时估计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在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之间 ,这可以看做是对转折概率值

的一种粗略估算。参见 Avinash D ixit and Susan Skeath, Gam es of S tra teg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L td, Second Edition, 2004) , p1450。



奉命携带原子武器进入空中 ,一架着陆 ,立即由另一架飞上去顶替。① 所有这

些行动 ,都构造了核战争一触即发的威逼态势 ,传递了最强烈的威慑信号。

“核战争边缘 ”通过制造“带风险的威胁 ”( threats of chance)或“受控的失控 ”,

使赫鲁晓夫产生了“一旦交火必然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甚至可能引发一场全

世界的核大战 ”的担忧②,最终决定从古巴撤出导弹。

为了降低苏联采取“后退 ”策略的声誉损失 ,美国在不断表现出咄咄逼人

“刚性 ”一面的同时 ,也灵活采取了“柔性 ”的策略 ,承诺不入侵古巴 ,并答应撤

除在土耳其针对苏联的导弹。为了“使对手让步 ,但不遭受羞辱 ”,美国国务院

的法律顾问建议将对古巴的封锁称为“防御性隔离 ”,这个新词可以表明美国

采取的行动在政治上是防御性的。③ 他们还建议 ,由美洲国家组织援引 1947

年《里约热内卢相互协助条约 》授权进行对古巴的“隔离 ”行动 ,而不仅是援引

《联合国宪章 》第 51款规定的自卫权。因为要获得像美洲国家组织这样一个

地区机构在《联合国宪章 》第八条下的授权是非常困难的 ,其他国家今后难以

援引这件事作为先例。④ 美国由于选择了正确的信息传递方式 ,灵活采取了

“胡萝卜加大棒 ”策略 ,最终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出了导弹 ,威逼得以成功。

(四 ) 马岛危机中的英阿策略互动

1982年 4月 2日爆发的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马岛危机 ,最终演化为自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南大西洋首次爆发的一场规模较大的、历时 74天的海

上冲突。英阿马岛冲突的焦点 ,在于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南桑

德韦奇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危机伊始 ,阿根廷集中兵力于 4月 2日在马

岛首府斯坦利港登陆 , 3日在南乔治亚岛首府格里特维肯港登陆。针对突发事

态 ,英国做出了迅速反应并成立了战时内阁 ,翌日决定动员并组建、派遣特混舰

队。4月 5日首批舰船出航 ,接着空军 1个大队向南大西洋阿森松岛转场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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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存堂 :《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第 33—34页。
赫鲁晓夫在与肯尼迪的来往信件中这样告诫下属和相互告诫 ,同上书 ,第 109页。
夏立平 :《美国关于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以中美关系为例》,第 79页。
同上。



日核动力潜艇进入战区开始海上封锁 , 15日飞机在战区开始空中巡逻。① 此

后 ,英军逐步扩大海空封锁 ,阿根廷进行反封锁 ,双方封锁和反封锁较量十分激

烈 ,最终英军于 6月 14日重新夺回马岛。

英国在马岛危机中的行动 ,与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行动一样 ,也是一

种威逼行为 ,并且也选择了出动特混舰队并实施海空封锁这样的威慑形式 ,其

目的就是以武力威胁方式逼迫阿军撤出马岛。当时英国战时内阁中几乎所有

人都认为 ,凭借这支部队的威慑力量足以令阿根廷放弃武力抗衡的想法并坐到

谈判桌前来② ,“他们从未想过它会真的参战 ”③。然而 ,透过英国的海空封锁 ,

阿根廷并未读出英国的威慑决心 ,而是“把英特混舰队缓慢的航行看成是单纯

的示威行动 ”④。从占领马岛伊始 ,阿方就认为英国武力夺回马岛的可能性很

低 ,当时的阿总统加尔铁里事后曾说 :“尽管认为英国作出某种反应是一种可

能性 ,我们不相信大不列颠为马尔维纳斯群岛进行动员。”⑤“在阿根廷看来 ,战

后 ,英国经济萧条 ,国内反对生产核武器和要求裁军的呼声很高。而且 ,英国废

弃了在这种远距离作战中必不可少的攻击型航空母舰 ,就连刚刚竣工的轻型航

空母舰也要出售给外国。因而未想到英国会断然决定 ,从北纬 50度南下 6 000

海里 ,远涉重洋到南纬 50度实施登陆作战。”⑥且在此之前 ,英阿之间曾探讨过

以“主权换治权 ”的可能性。此外 ,阿根廷对英军特混舰队的实施威逼行动的

军事实力也是怀疑的。由战舰、补给舰等 100余艘舰船组成的特混舰队 ,看起

来确是一支庞大的舰队 ,但英海军力量主要是用于反潜作战的力量 ,而现在不

得不把它转用于登陆作战。“北约赋予英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反潜 ,其武器装

备是为执行这一任务而配备的。皇家海军因而不再配备攻击型航空母舰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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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艾军 :《英阿马岛战争概况》,载于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 :《外国对英阿马岛战争经验
教训的评论》,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1983年版 ,第 2页。

雨果·杨格 :《铁女人撒切尔夫人传》(汤玉明等译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259

页。
玛格丽特·撒切尔 :《撒切尔夫人回忆录 :唐宁街岁月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112页。
亨特 :《战争的经验教训》,载于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 :《外国对英阿马岛战争经验教训

的评论》,第 41页。
参见《加尔铁里谈马岛战争 :答记者法拉奇问》,载于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 :《外国对英

阿马岛战争经验教训的评论》,第 64页。
筑土龙男 :《英军登陆成功的主要原因》,同上书 ,第 228页。



舰艇也不再装备适合于轰击海岸目标的大口径火炮及火箭发射装置。这就使

再次占领马岛的任务 ,至少可以算是一种冒险行动。”①相比之下 ,阿军以逸待

劳 ,离本土近 ,最近处仅 500公里 ,有岸上基地作依托 ,人员和飞机在数量上也

占有较大的优势。

从战争代价 cC 与声誉损失 rS 比较看 , cC 比 rS 小得多 ,因此同样的得益 uC

下转折概率 p
3 值增大。对阿根廷来说 ,马岛危机即使转化为马岛战争 ,也只是

局限在马岛周围的局部战争 ,“如果英国要入侵阿根廷本土 ,那是一种不切实

际的幻想 ,因为拥有 130 000 人的阿根廷陆军能够在局部地区形成绝对的优

势 ”②。而在占领马岛前 ,马岛本来就在英国的治理之下 ,阿根廷并未有多大实

际损失。相比而言 ,阿根廷的声誉要重要得多。阿军攻占马岛的消息传到阿国

内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群情激昂 ,数十万名群众聚集在总统府所在的“五月

广场 ”上庆祝胜利 ;全国十几个政党顿释前嫌 ,一致表示支持以总统兼陆军总

司令加尔铁里为首的军政府的行动。外长门德斯神采飞扬地说 :“今天是我一

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总统本人更是激动 ,表示阿根廷决不屈服于武力威胁 ,

“民族的骄傲和尊严 ,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去恢复 ”③。由于英阿双方都高度看

重声誉 ,因此两国都很难在国际调解中做出实质的让步。最终 ,英国为了在军

事上占据主动 ,在海上禁区之外击沉了阿根廷的“贝尔格拉诺将军 ”号巡洋舰 ,

战争正式开始 ,威逼行动失败。

比较马岛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这两次威逼行为 ,虽然都运用了海军力量实

施海上封锁的形式 ,但在许多方面还是有很大不同 ,最终美国获得了成功 ,而英

国的威逼行为失败。首先 ,两次危机中挑战者对威慑者的先验信念不一样。在

阿根廷看来 ,英国缺乏相应的威慑实力 ,其海上力量不适于登岛作战 ;而在苏联

看来 ,美国在核力量上占有优势 ,在古巴秘密部署弹道导弹本身是苏联试图取

得军事平衡努力的一部分。其次 ,可信威慑的转折概率也不相同。在古巴导弹

危机中 ,核战争的巨大毁伤后果使苏联将声誉损失考虑退居次要地位 ,成功威

慑的转折概率降低 ,只要表现出足够的威慑决心 ,威逼行为就能够取得成功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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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胡安·卡洛斯·穆尔吉苏尔博士 :《论马岛之战》,同上书 ,第 69页。
艾德里安·英格利希 :《阿根廷的军事潜力》,同上书 ,第 54页。
沈根林、徐红兵 :《从马岛之战到海湾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6页。



在马岛危机的得失权衡中 ,局部战争只局限于几个岛屿及附近的海域 ,而且英

国取胜的概率并不高 ,因此声誉比常规冲突的实际代价更重要 ,成功威慑的转

折概率提高。由于英国属于“强硬 ”类型的先验概率不高 ,而成功威慑转折概

率较高 ,使得英国选择能使后验信念高于转折概率的“强 ”信号的难度大大增

加。同样是军事封锁形式 ,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能够成为可信威慑的“强 ”信号 ,

而在马岛危机中仍然是“弱 ”信号 ,使得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威逼成功 ,英国

在马岛危机中威逼失败。

四、结　　论

本文通过对“成本 —收益 ”分析、理性选择分析和博弈论分析三种威慑逻

辑分析框架的比较 ,认为前两种分析框架由于忽视了威慑中博弈方之间的策略

互动 ,在研究可信威慑时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根据博弈论分析框架 ,本文

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挑战者与威慑者之间的策略互动存在多种互动格局 ,威慑

格局只是这些互动格局中的一种。威慑格局成立的条件是 ,挑战者的偏好为

CW IN > SQ >WAR,威慑者的偏好为 CW IN < SQ且 WAR < SQ。第二 ,在完全信

息条件下可信威慑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 ( 1 ) 挑战者的偏好为 CW IN > SQ >

WAR; (2) 威慑者的偏好为 SQ >WAR > CW IN。威慑实力只是可信威慑的必

要条件 ,只有当威慑者既有实力又有决心时 ,威慑才是可信的。第三 ,在完全信

息条件下威慑者的承诺行动中 ,只有昂贵信号才起作用。

本文以威慑实力与决心作为两个维度 ,将威慑者划分为 4种类型 ,其中只

有既有实力又有决心的威慑者才是可信威慑者。在此基础上 ,根据“海萨尼转

换 ”的研究思路 ,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威慑者划分为“强硬 ”和“软弱 ”两种类

型 ,并计算了威慑成功的转折概率 :只有当挑战者对威慑者为“强硬 ”类型的先

验信念大于转折概率时 ,威慑者的威慑才是可信的 ,否则是不可信的。针对不

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威慑博弈 ,本文构造了基于信号博弈的威慑模型 ,求解

了模型的混同均衡和分离均衡 ,分析了这些均衡的内在含义 ,指出在不完全信

息威慑情景下的信息传递并不总是有效 ,它只在分离信号等某些情形下起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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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案例分析 ,本文得出以下观点 : ( 1)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不是美国的

一次“延伸威慑 ”失败 ,因为美伊互动关系并不构成威慑格局 ,美国的模糊信号

传递实质上不是威慑而是一种“诱导 ”。 (2 ) 即使信息传递渠道畅通、信息传

递者立场中性、信息表述十分明确 ,中国对美国越过“三八 ”线的威慑也会因为

无法选择“强信号 ”以有效改变美国对中国“类型 ”的先验信念而使得威慑很难

成功。 (3) 由于涉及声誉损失 ,威逼行为更难以成功。在古巴导弹危机中 ,声

誉损失与核战争的灾难后果不成比例 ,加之美国灵活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 ”

策略 ,使威逼得以成功 ;在马岛危机中 ,对阿根廷而言国家声誉的价值远高于局

部冲突的代价 ,而英国未能给阿根廷以适当的“补偿 ”,致使威逼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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